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中产业补贴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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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无论是从其建立的背景还是从目的来看，都应体现为投资、贸易、

金融的高水平自由化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这也意味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水平和公平竞争水平

不仅不能低于中国在国际经贸条约中承诺的水平，而且还应该高于中国现有国际义务的水平。可是，适

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些产业补贴政策与WTO义务存在现实或潜在冲突。这种情形若不改变，就会

导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价值大打折扣。对于各个自贸试验区有违规风险的产业补贴，本着保护受

补贴企业信赖利益的考虑，可允许有期限的补贴合同继续执行完毕，无期限的补贴合同可设定过渡期

并执行至过渡期满。我国要杜绝有违规风险的新补贴措施出台，新出台的补贴措施应具有非专向性特

征，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与WTO义务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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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应体

现为贸易、投资、金融的高水平自由化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2017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

《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更是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要“进

一步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
①

从开放水平而言，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载体及成员最多的贸易协定，其总体开放水平

显然不是最高的，因为国家（含地区）之间的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关税同盟的开放水平

通常比WTO开放水平更高，尽管各个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开放水平并不同等。既然我国的自

贸试验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甚至是国际最高标准的自贸园区，按理其应该意味着自贸

试验区的开放水平和公平竞争水平至少不能低于我国在国际经贸条约中现有的承诺水平，而

应该高于中国现有国际义务的水平，包括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以下简称“SCM协

议”）对产业补贴政策的约束水平。可是我们很遗憾地发现，目前适用于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产业

补贴政策存在有违反SCM协议的情形，或者有违反SCM协议的潜在风险。这可以视为国务院上

述文件中所说的“短板弱项”。

由于补贴牵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加上我国政府补贴政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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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种类多样，因此补贴已经成为我国在多边贸易关系中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其影响不亚

于发达国家长期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自2004年以来我国产业受到来自欧美国家（特别是美

国）密集的反补贴调查（其中大多数是与反倾销同时进行的“双反”调查），也有不少措施被直

接诉至WTO争端解决机制。学术界对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已给予了不少关注，相关成果主要

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成果是基于国际法角度的研究，即从WTO补贴规则的角度来讨论我国产

业补贴政策的合法性及如何作相应调整的问题。这类成果有些从整体角度探讨了我国产业补

贴政策与WTO补贴规则的相符性问题，
①

有些则讨论特定政策是否符合WTO补贴规则的问题，

如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对民用大飞机的补贴、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否构成补贴、政策性贷款是

否构成专向性补贴、“风能设备案”、“汽车零配件案”，等等。
②

现有成果已经注意到我国现有产

业补贴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即存在与WTO补贴规则不符之处，或存在不合规的风险，并就此提

出了相应的改进我国产业补贴政策的建议。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从WTO补贴规则的角度为我国

的某些政策辩护，如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构成SCM协议意义下的补贴。
③

第二大类是基于国内法

角度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我国产业补贴（包括税收优惠和非税收优惠）的

经济效果及在国内法上的合法性，即补贴授予机关（特别是地方政府）超越权限向企业提供税

收或非税收优惠的问题，
④

而极少关注涉及这些补贴措施是否符合WTO规则之下的国际义务。

但在以上两类成果中，均未看到讨论我国自贸试验区产业补贴政策调整的研究成果。自贸试验

区的产业补贴政策固然属于我国整体产业补贴政策的组成部分，但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改革

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为全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的使命，在这些

区域适用的产业补贴政策的国际法律风险及政策调整理应得到更多重视。

本文试图以SCM协议中的补贴规则为基础，分析自贸试验区现有产业补贴政策的现实或

潜在的法律风险，结合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宗旨和目的阐明自贸试验区严格遵守SCM协议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调整自贸试验区相关产业补贴政策的建议。本研究将主要以履行国际义

12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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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视角，同时会涉及补贴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国内法方面的内容。

二、  适用于自贸试验区的补贴政策与WTO补贴规则冲突的风险

SCM协议并不禁止所有补贴，即并不是所有补贴都当然违反条约义务。SCM协议将补贴分

为三大类：一是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这类补贴仅因其行为即构成违反

义务，而无须证明其对WTO其他成员的不利影响。
①

二是可诉性补贴，指那些存在专向性并对

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补贴。
②

三是不可诉补贴，指不具专向性的补贴及符合一定条

件的研发补贴、环境补贴和落后地区补贴，但不可诉补贴已自2000年1月1日起丧失效力。
③

因此

研发补贴、环境补贴和落后地区补贴也就不再当然不可诉，但不具专向性的补贴仍然不可诉，

因为可诉性补贴的条件之一就是补贴具有专向性。

适用于自贸试验区的补贴政策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专门针对自贸试验区的补贴

政策，但在自贸试验区同样适用。另一类是仅在自贸试验区中存在的补贴政策。这两类补贴政

策中有些政策已经被WTO争端解决机构认定为具有SCM协议意义上的专向性，但迄今这些政

策仍然存在；有些政策则存在被认定具有专向性的可能。专向性补贴并不当然违反义务，但存

在违反义务的风险。在个别自贸试验区还存在SCM协议明确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以下分别说明。

（一）可适用于自贸试验区的全国性或其他地区性补贴政策往往具有专向性

按照SCM协议第2.1条的规定，凡属对授予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某一企业或某一产业、或一组

企业或产业（简称为“某些企业”④
）的补贴即属专向性补贴。从各国反补贴实践及WTO补贴争

端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法律解释的角度看，“某些企业”对应的可以是所有企业，也可以是范围

广泛（但非所有）的企业或产业。所以“某些企业”可以理解为“范围有限的企业”（包括狭义上的

企业和产业）。只要补贴不是给予广泛的企业和产业，那么就落入“某些企业”的范畴，这种补

贴就具有专向性。但广泛与否并不存在具体的量化标准。

SCM协议第2条进一步规定了补贴专向性的类型，即法律专向性、事实专向性、地区专向性

和拟制专向性。按照第2.1条（a）项的规定，若补贴授予机关或其运作所根据的立法将补贴的获

得明确限于某些企业，则具有法律专向性（或者说法律上的专向性）。按照第2.1条（c）项的规

定，若补贴计划虽不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但实施的结果是有限数量的某些企业使用补贴计

划，或某些企业主要使用补贴，或给予某些企业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或授予机关未公正行使

给予补贴的决定权，则这种补贴具有事实上的专向性。按照第2.2条的规定，“限于授予机关管

辖范围内指定地理区域的某些企业的补贴”属于具有地区专向性的补贴。WTO两个争端的专

家组认为，从协议上下文、目的和宗旨以及谈判历史来看，第2.2条中的“某些企业”应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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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4.1条规定：“只要一成员有理由认为另一成员正在给予或维持一禁止性补贴，则该成员即可

请求与该另一成员进行磋商。”第4.7条规定：“如所涉措施被视为属禁止性补贴，则专家组应建议进行补贴的成员立即撤销该

补贴。”

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规定：“任何成员不得通过使用第1条第1款和第2款所指的任何补贴而对其他成员的利益

造成不利影响，即：（a）损害另一成员的国内产业；（b）使其他成员在GATT 1994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特别是

在GATT 1994第2条下约束减让的利益；（c）严重侵害另一成员的利益。”其中所提及的第1条第1款是协议对补贴的定义，第2条

规定的是专向性标准。

③《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1条规定：“第6.1条的规定及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应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5年。委

员会将在不迟于该期限结束前180天审议这些规定的运用情况，以期确定是否延长其适用，或是按目前起草的形式延长或是按

修改后的形式延长。”而委员会在此期限没有做出延长适用的决定，从而导致上述三个条款自2000年1月1日起丧失效力。

④SCM协议原条文就是这么简称的，本文亦将沿用此简称。



“指定地区内的企业或者产业”，
①

这样，只要补贴的受益者局限于授予当局范围内的指定地区

（部分地区），即构成地区专向性。SCM协议第2.3条规定，第3条之下的禁止性补贴推定具有专

向性，此即拟制专向性。但由于禁止性补贴仅因其行为性质就构成违反义务，因此拟制专向性

在处理具体争端时实际意义不是很大。

我国中央政府和现有的十一个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方政府采取的补贴措施并不排斥在自贸

试验区的适用，而这些补贴措施中不少都具有专向性。兹仅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举数例简要

说明：（1）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十二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定了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并采取一定的税收激励措

施。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24条规定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

金。（3）十一个自贸试验区所在省份的“十二五”规划及“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也都不

同程度地规定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财税支持的内容，其中主要采取设立专项资金或给予

税收激励措施。（4）除了上述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的补贴计划外，还有一系列针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的具体行业诸如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而专门设立的补贴政策，更有提供给单一研发

项目诸如民用大飞机发动机的专项补贴。这些补贴由于是明确授予数量有限的产业，因而很容

易被认定为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

就我国现有补贴措施而言，即便上述补贴措施调整为不具法律专向性的补贴，由于以下因

素的影响，这些补贴措施也可能具有事实上的专向性。（1）我国长期以来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

明显倾斜。
②

（2）补贴授予机关在审查和批准补贴申请过程中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造成有关

补贴的法律或政策不能得到严格执行。而“授予机关在做出给予补贴的决定时行使决定权的方

式”恰恰是认定事实上的专向性的重要因素。
③

（二）自贸试验区中某些片区特享的补贴具有地区专向性或产业专向性

1. 平潭等地享有的税收优惠具有地区专向性

按照2014年3月25日发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深 圳 前 海 深 港 现 代 服 务 业 合 作 区 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 政 策 及 优 惠 目 录 的 通 知 》 （ 以 下 简 称 《 通

知》），对设在横琴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

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既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条

件，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各项税收优惠

条件的，可以同时享受；其中符合其他税率优惠条件的，可以选择最优惠的税率执行；涉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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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nel Report，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Member States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in Large Civil Aircraft，

WT/DS316/R，30 June 2010，para.7.1227; Panel Report，United States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22 October 2010，para.9.135.

②有学者利用2000–2006年46719家工业企业平衡面板数据，从政府补贴程度角度对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行为进行了实

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在控制影响补贴对象决定的其他因素后，国有企业获得补贴的概率最大；（2）在控制影响补贴程度决

定的其他因素后，在获得补贴的企业中，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程度最大，即地方政府补贴对象的决定和补贴程度的决定均向国

有企业显著倾斜，而私营企业的获补贴概率与程度为内资企业之中最低者。参见邵敏、包群：《地方政府补贴企业行为分析：扶持

强者还是保护弱者?》，《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1期。虽然这一分析是针对2000–2006年的数据，但这种状况在之后并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

③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c）项：“如尽管因为适用（a）项和（b）项规定的原则而表现为非专向性补贴，但是有理

由认为补贴可能事实上属专向性补贴，则可考虑其他因素。此类因素为：有限数量的某些企业使用补贴计划、某些企业主要使用

补贴、给予某些企业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以及授予机关在做出给予补贴的决定时行使决定权的方式。”



期减免税的减半优惠的，应按照25%法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该优惠实

施的期限为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横琴、平潭和前海享有的上述税收优惠是在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建立之前就授予的，可

见该优惠并非基于自贸试验区而授予。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也没有这样的优惠。

并且，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广东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也明文规定，上述片区享有

该补贴的税收优惠，各自贸试验区中的其他区域不能享有该补贴。但在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

建立后，上述优惠在横琴、平潭和前海继续适用。

按照前述地区专向性的判断标准，某一层级的主管机关若只向其所辖的部分地区提供包

括税收优惠在内的补贴，该补贴即具有地区专向性。横琴、平潭和前海享有的15%企业所得税

优惠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其他区域的企业不能基于区域而享有。更何况横琴、平潭和前海也

不是所有企业和产业都可以享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上述文件附件规定了这三个地区

可享有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产业目录。

由于SCM协议是针对货物贸易的，因此上述《通知》涉及服务贸易的补贴不会被认定为具

有SCM协议下的专向性。作为上述《通知》附件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只包含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四个大类，均属于服务

贸易领域，因此不受SCM协议的制约，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对补贴尚未规定刚性

的约束性规则，因此不存在违反WTO义务的风险。但《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包含了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农业和海洋产业、生态环保业、公共设施管理业五个大类，每个大

类均有进一步的细化。其中服务业之外的诸多产业都涉及货物贸易，须受 SCM协议的约束。

《横琴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了高新技术、医药卫生、科教研发、文化创意、商贸服务

五个大类，其中涉及货物贸易的部分同样适用SCM协议。

从上述情况来看，平潭和横琴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都涉及货物贸易，适用SCM关于补贴

专向性的规定。而由于这些优惠是中央政府授予极为有限的特定地区的产业，因此具有明显的

地区专向性。

2. 上海临港新城智能制造产业补贴构成产业专向性补贴

上海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0月发布的《关于建设国际智能制造中心的

若干配套政策》，在智能制造企业在上海自贸区临港地区的落户、智能制造技术和标准研发、

创立自主品牌和并购品牌、生产和销售、金融服务、人才集聚等方面，向智能制造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奖励措施。这些补贴显然只是提供给智能制造产业的，只面向一个产业，因此具有明显

的法律专向性。

（三）自贸试验区有些片区存在禁止性补贴

《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0条第3款明文规定中国应自加入时起取消所有禁止性补贴（即出口

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一些禁止性补贴的，有些还是在自贸试验区存在

的。兹举以下两例进行说明：

例1：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2013年6月20日印

发的《上海市企业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鼓励装备使用单位与制造单位合作开

发或者装备使用单位自行开发的国际、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投入工程应用，实现首台

业绩突破。”“对于纳入年度重大技术装备首台业绩突破风险补贴计划的项目，由专项资金对该

首台（套）装备的本市使用单位给予风险补贴支持，支持标准不高于所购设备价格的10%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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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额的50%，金额最高不超过800万元。”①
这一规定实质上是以购买合作开发或国内企业单

独开发的设备为条件提供补贴的。合作开发的设计即便不完全属于国内设备，但也有国内成

分。因此，上述规定构成了SCM协议第3条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进口替代补贴和出口补贴均属

于禁止性补贴，即只要满足进口替代补贴和出口补贴的行为规定性，即构成违反义务，而无须

考虑对其他成员的不利影响。

例2：前述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0月发布的《关于建设国际智能制造中

心的若干配套政策》规定临港地区企业首次使用临港自主品牌的智能制造产品或购买相关服

务的，按照其采购合同金额的10%给予扶持，最高500万元。这一补贴措施不仅具有进口替代之

效果，构成SCM协议之下的进口替代补贴，而且使临港地区之外的所有国内地区（包括上海市

的其他区域）的智能制造产业都面临不公平竞争。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具有国际法风险的补贴措施并非影响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全部补贴措

施，事实上已经建设自贸试验区的其他省份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问题。以上只是各级政府

采取的众多补贴措施中的若干实例而已。

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中央政府曾三令五申地反复强调任

何地区和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诸如减税、免税、先征后返等。
②

针对各地广泛

存在的五花八门的税收和非税收优惠，中央政府也曾部署过几次专项清理，但效果并不明显。
③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调整

和清理补贴政策，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④

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6月9日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2014年12月12日商务部发布了《贸易政策合规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⑤

然而，无论是政策发布部门自行进行合规性

评估还是由商务部提出合规意见，均没有强制性的效力，只是“提示”各级政府其有关政策可能

违规，但是否继续采用，决定权仍在各级政府。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

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明确提出要对违法违规的税收和非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全面

清理和规范，其主要原则之一是“坚决取消违反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做到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这是在中央政府层面针对清理违规调整产业补贴政策发出的最有力的

信号。可是，在清理工作尚未完成之时，2015年5月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

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暂停了清理工作，原来的补贴合同有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

行；没规定期限又确需调整的，可设定过渡期继续执行；清理工作 “待今后另行部署后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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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企业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按其本身的规定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

②参见1987年国务院《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1988年国务院《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

199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2000年《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

知》。

③参见叶珊：《地方政府税收减免承诺的效力瑕疵》，《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

④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

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

⑤按照以上两份文件的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在拟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则及中国加入

文件为基础自行进行合规性评估，并在正式发布时将政策文本抄送商务部，具体由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接收。各部委和地方政

府如认为有必要，可就相关贸易政策是否合规书面征求商务部的意见。在接到请求后，商务部应当对于相关政策的合规性提出

书面意见。



行”。尽管有学者从保护企业信赖利益的角度肯定了这种暂停做法，认为政府不能随意停止执

行原有的补贴合同，
①

但如此一来，众多有违规风险的补贴措施（自然也包括自贸试验区中的

补贴措施）得以延续。

三、  我国自贸试验区调整产业补贴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自贸试验区产生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状况决定了自贸试验区调整产业

补贴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当初考虑建立自贸试验区，其外在动因是为了应对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即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挑战。无论是TPP还是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ntnership，TTIP，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都以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和贸

易便利化为基本特征。奥巴马政府试图以TPP和TTIP掌握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动

权，以保持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国担心如果不参加TPP，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在此背

景下，中国试图通过建设自贸试验区打开缺口，深化改革，主动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以便在

未来对接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避免将来处于被动状态。及至特朗普当选美国新总统，美国

退出TPP，TTIP的谈判也搁浅，这样TPP和TTIP的压力从短期看似乎不存在了，但特朗普强调

“ 美 国 优 先 、 美 国 人 优 先 ” ， 这 种 浓 厚 的 “ 向 内 转 ” 的 倾 向 对 于 中 国 带 来 的 压 力 并 不 比 TPP和

TTIP更弱。自2018年3月以来，美国更是连续以“232措施”“301调查”以及提起WTO争端等多种

方式向中国施压；2018年6月，中美之间贸易战爆发，并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本文涉及的产业

补贴问题正是“301调查”及中美贸易战中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

对于美国的施压，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力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

化，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开放、透明和双赢的贸易协定。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以“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为题的主旨演讲进一步表达了中国继续

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若全球化和贸易

自由化的潮流发生逆转，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中国适时地举起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

旗，国际社会也有声音对中国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寄予期望。
②

在贸易战的背景下，我国

政府一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仍坚持改革开放的总国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继

续加大开放的力度，诸如降低更多商品的进口关税、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进一步放松服务业

的准入门槛、规划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等等，但产业补贴政策迄今尚未有明显调整。

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引领者或领导者，姑且

不论，但在支持贸易自由化方面应有所作为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拿什么去支持和捍卫经济

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呢？显然须营造更开放和更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而不是相反。现在人

们经常论及争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说到底根本上还是要以提高开放度和公平竞争水平

为基础。贸易投资自由化有其合理的经济学基础。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只发展自己具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自由交换，能促进经济发展效率和社会总财富增长的最大化。贸易自

由化规则就是要努力减少交换环节中来自政府管理方面的障碍。投资自由化则能够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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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叶珊：《地方政府税收减免承诺的效力瑕疵》，《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祝远石：《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化》，《嘉应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张现彬、王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路在何方”——以税收法定和税收管理权切入》，《地

方财政研究》2017年第3期。

②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和学者对于中国能否承担起这份重任有所怀疑。



外资的风险和成本，有利于东道国吸引外资。
①

在多边贸易谈判陷于停滞的情况下区域和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大量出现，也充分体现了各国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需求。WTO协议并不禁

止和限制所有产业补贴，但禁止和限制那些具有贸易扭曲效果的产业补贴，因为这类补贴在经

济学上被视为不公平竞争行为。就我国而言，若不在提高开放度和竞争公平度上下功夫，过多

谈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或话语权势必缺乏现实基础，更不要说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

领导作用了。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无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还是国内经济关系中莫不如此。

补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这种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局限

性，特别是会产生公平竞争方面的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与政府本身的认识有关，也与政府管

理经济方式上的惯性有关，更与国有企业与政府在体制上的紧密联系有关。有时地方政府为了

追求政绩，往往不计成本或在缺乏经济合理性的情况下使用补贴，有时对于那些连年亏损、明

显没有竞争力、没有发展前途、应该淘汰的企业或产业（俗称“僵尸企业”）及产能已然过剩的

产业仍然提供补贴。政府的不合理补贴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催生大量过剩产能，也使得这些“僵

尸企业”僵而不死，能够依靠补贴或减少成本支出而生存下去。
②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经济的正常

健康发展，而且造成经济资源的严重浪费。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主导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乃至未来的自由贸易港，一方面对外要应对

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潮流，另一方面对内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克服妨碍市场

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新的改革开放试验既然开始了，就必须克服各种障碍砥砺前行。自贸试

验区要取得成功，其有关政策措施必须符合自贸试验区建立的宗旨和目的。高水平的开放和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是自贸试验区的生命力之所在。这意味着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及公平竞争的

水平至少应该在包括WTO在内的国际义务的水平之上。这些国际义务本是对全国境内普遍适

用的。违规或有违规风险的产业补贴政策的存在虽然并不意味着自贸试验区就完全没有存在

的意义，但它势必会影响自贸试验区的试验价值，不仅会对其他试验措施的效果起到抵消作

用，而且很难为“压力测试”提供足够压力。

四、  调整自贸试验区产业补贴政策的建议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原则上自贸试验区的产业补贴政策应尽快调整，使其符合WTO

义务的要求。

（一）对自贸试验区现有补贴的处理

对现有有违规风险的补贴的处理，原则上应该充分考虑保护受补贴企业信赖利益的原则，

可以大体上维持前述国务院2015年25号文的规定，可允许那些有期限的补贴合同履行完毕；而

对那些没有期限的补贴合同，可设定一个过渡期（比如说一到两年）继续履行，到期必须终止。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私法领域，但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向公法领域扩张，现在其在公法领

域包括行政法领域的存在得到了广泛肯定。从企业角度而言，企业因信赖政府的承诺而改变了

自己的行为（主要是经营安排），企业利益不应因之后政府承诺的改变或撤销受到损害。
③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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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邵海燕、卢进勇、陈清萍：《投资自由化经济影响述评》，《财贸研究》2016年第3期。

②参见黄群慧、李晓华：《“僵尸企业”的成因与处置策略》，《中国中小企业》2016年第5期。

③“只有信赖公权力不至于反复无常，纳税人财产之长期安排、规划与投资始有可能。税捐负担在租税国家，往往成为市场

交易中成本费用重要部分，税法自不宜不顾信赖保护为不利之溯及，或恣意变更。”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台湾翰芦图书出版

公司2009年版，第317页。



基 于 对 政 府 承 诺 的 信 赖 而 产 生 的 利 益 即 信 赖 利 益 。 即 便 政 府 承 诺 原 本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上 的

瑕疵（如因地方政府超越权限提供补贴而导致其在国内法上的效力问题），也不得随意撤销或

变更。这意味着，政府对原有承诺的撤销或变更会导致对企业的赔偿责任。就补贴而言，由于

政府撤销或变更补贴合同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又会使政府重新向企业支付一笔金钱，
①

从而使得

其实际效果可能与继续维持原有补贴合同区别不大。既然如此，还不如允许原有补贴合同继续

履行至期满。WTO争端实践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澳大利亚——汽车皮革案”中，当专家

组要求澳大利亚退回已经支付给企业的补贴时，作为被诉方的澳大利亚强调补贴款项已合法

地支付给接受补贴的企业，政府不能强行将其追回。
②

作为第三方的欧共体也认为，溯及既往

的救济会导致侵犯私人的权利，从而产生国内法律赔偿。
③

国务院前述2015年第25号文一方面允许现有补贴合同继续履行（不论这些补贴是否存在

法律效力上的瑕疵），另一方面也试图防范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因撤销补贴措施而要求受补贴

企业溯及既往地退回已经实际收到的补贴。
④

这些都体现了对受补贴企业信赖利益的保护。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上述第25号文允许现有补贴合同履行与补贴计划继续有效之间的

区别。第25号文中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针对的显然是已经

存在的补贴合同，而不是已经存在的补贴计划。这说明该地方政府在现存补贴计划之下新订立

的补贴合同并不在该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即便原来的补贴计划并未被废止或撤销，但该地方

政府不得超越权限与企业订立新的补贴合同。

必须说明的是，允许现有存在法律风险的补贴履行完毕，这是为保护受补贴企业的信赖利

益而不得不暂时违规的无奈之举，而这些补贴若被他国采取反补贴措施或被WTO争端解决机

构认定为违反SCM义务，我国相关企业和政府将不得不被动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按照SCM协

议第4条第7款的规定，如所涉措施被认定为禁止性补贴，则专家组应建议提供补贴的成员“立

即撤销该补贴”。该条中“立即撤销该补贴”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也可有一定时限，但显然不同于

“允许补贴合同履行至期满”。对于可诉性补贴而言，SCM协议第7条第9款规定，被诉成员应在

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之日起6个月内“消除补贴的不利影响或撤销该

补贴”。若被诉方未采取此类行动，且未与申诉方达成补偿协议，则争端解决机构可授权申诉方

采取反措施，即报复。国务院上述第25号文“允许补贴合同履行至期满”就必然意味着，当现有

补贴措施被认定违反WTO义务时，我国无法履行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而只能继续

维持违反义务的状态。如此，结果只能是被动承受受损害成员的报复。在该补贴造成了不利影

响 的 情 况 下 ， 受 损 害 成 员 也 可 能 会 采 取 反 补 贴 措 施 。
⑤

这 时 我 国 的 相 关 产 业 只 能 被 动 承 受 。

（二）严格禁止出台有违规风险的新补贴措施

国务院2015年25号文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今后在制定出台新的优惠政策时，凡涉及税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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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 Gavin Goh and Andeas R. Ziegler，Retrospective Remedies in the WTO Automotive Leathe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Issue 6，2003，p.545.

② WTO Doc.，Meeting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11 February 2000，WT/DSB/M/75.

③ Article 21.5 Panel Report，Australia-Subsidies Provided to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Automotive Leather，WT/DS126/RW，

adopted 11 February 2000，para.6.23.

④《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规定：“国家统一制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要逐项落

实到位”，“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

⑤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仅因其行为特征即可构成违反义务，而无须证明其对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利

影响，而同时采取反补贴措施须证明特定补贴措施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凡遇有禁止性补贴，申诉方成员往往会将此类措施直

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而无法直接在国内采取反补贴措施。当然，如果禁止性补贴措施已经对其造成了SCM规定的不利影

响，则该成员可在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在国内采取反补贴措施中选择一种而适用。



中央批准设立的非税收入的，应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其他由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批准后执

行。这一规定显然是希望通过严格落实法定权限来保证新补贴措施的合法性。笔者认为，这一

规定如果得到严格执行，就能够较好地保证新出台的补贴措施在国内法上的合法性，但不一定

能保证新补贴措施与WTO补贴规则的一致性。原因是有权限的批准机关能在多大程度上考虑

WTO义务的要求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在出台新补贴政策时必须严格遵守WTO
补贴规则；另一方面，从现有补贴措施看，即便是国务院制定的一些补贴政策也存在国际法风

险，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更是很少考虑国际义务的履行。这就意味着即便各级

政府严格遵守国内法上补贴权限的规定，仍然有可能出台具有国际法律风险的补贴计划。这就

需要我们强化履行国际义务的意识，无论是国务院批准出台的补贴还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

批准出台的补贴，必须认真考虑国际义务的要求，努力做到新出台的补贴措施既符合国内法也

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人们可能会担心，万一地方政府超越权限与企业订立了新补贴合同时，是否又得基于信赖

利益的保护而被迫继续履行呢？这种顾虑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毕竟我国政府短期内不可能完全

放弃产业补贴政策，相应地，这种情形的确有可能出现。但对此也不必过度担忧。首先，上述第

25号文中规定已签订合同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并强调各地区、各部门今后制定出台新的优惠

政策，须经有关机构批准。这一规定表明，非经以上合法程序而产生的补贴合同是不合法（国

内法）的。在第25号文公布后，这可以视为企业应该了解并且可以了解的信息。这样，如果企业

明知地方政府超越权限授予补贴，或者说企业明知这种补贴具有法律效力上的瑕疵而仍然接

受之，那么就可以认为已不存在适当的信赖利益了，可以随时撤销这种补贴。其次，第25号文中

的这个意思毕竟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以后国务院可以通过发布文件进一步明确表达这个意

思，以促使企业不接受有法律风险的补贴。尽管实践中企业对于政府补贴很少会表示不接受，

但明确风险总是可以起到一定警示作用。再次，基于政府在补贴合同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政

府必须严格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越权补贴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并严格执行，不能因为某一阶

段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暂时的困难，为了短期利益，就放任一些部门和地方任意越权补贴。必须

指出，在这方面的执法不严是各部门和地方越权补贴问题长期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重要原因

之一。总而言之，只有明确规则并严格执行，才可以抑制各部门和地方进行补贴竞争的冲动。

（三）新出台的补贴政策应尽量具有非专向性特征

在产业补贴政策在我国（包括自贸试验区）仍然有可能继续使用的情况下，为最大程度地

降低与WTO补贴规则冲突的风险，新出台的补贴措施应该尽量具有非专向性特征。专向性补

贴虽然并不当然违反义务（只有在专向性补贴构成对WTO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时才

构成违反义务），但毕竟存在法律风险，因为在制定专向性补贴时，政府很难准确地预知该补

贴未来是否会对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相反，非专向性补贴是SCM协议明文允许的，

而政府在制定补贴计划时也能够较容易地控制是否赋予拟议中的补贴计划以专向性或非专向

性特征，只有在事实专向性方面有所例外，因为事实专向性的判断取决于对补贴计划执行情

况，但总体上而言，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制定非专向性补贴总体上是容易控制其风险的。因

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采用非专向性补贴，少数情况下以可诉性补贴为补充。当然，像航空

工业、航天工业这类不能缺少政府补贴的产业，则需在以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尽量推动放宽补

贴规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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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军旗：《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我国政府补贴民用大飞机产业的若干思考》，《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律出版社2013年

版，第217页。



另外，我国现有补贴措施政出多门（即便适用于自贸试验区的补贴措施也是如此），种类多

样，这样就很难简单地将现有的专向性补贴整合为非专向性补贴，因此只能另行建立非专向性

补贴机制。

非专向性的本质在于补贴不能只提供给有限的产业或企业，而应使广泛或全部产业成为

受补贴者。按照前文援引的SCM协议关于补贴专向性的规定，非专向性补贴政策须满足以下方

面 的 条 件 ： （ 1） 补 贴 计 划 按 其 明 文 规 定 应 面 向 广 泛 的 企 业 或 产 业 ， 以 避 免 法 律 上 的 专 向 性 ；

（2）为避免法律上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演变为具有事实上的专向性，应严格公正地执行补贴计

划规定的条件，以避免客观上只有少数企业或产业从中受益，或有些企业或产业获得与其经济

地位不成比例的大份额，或不该获得补贴的企业或产业实际获得了补贴，而应该获得补贴的企

业或产业却未能获得补贴，或未能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补贴份额；（3）无论是中央政府还

是地方政府都不能向自己辖区的少数地区（包括自贸试验区）提供补贴，更不能仅基于自贸试

验区的属性而向自贸试验区提供专门补贴，以避免地区专向性；（4）各级政府不能仅以企业的

国有性质向其提供补贴，或主要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
①

各级政府只要在提供补贴时遵循了这

些原则，就算满足了非专向性的要求，在WTO规则之下将不存在法律风险。当然，各级政府制

定适用于自贸试验区的补贴措施，必须同时遵守国内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优惠政策权限方

面的规定。

自贸试验区在制定非专向性补贴计划的同时，也要严格避免采用禁止性补贴（即出口补贴

和进口替代补贴）。禁止性补贴一方面被推定为具有专向性，另一方面禁止性补贴仅以其行为

特征即构成非法，即只要构成出口补贴或进口替代补贴，即构成违反SCM义务，而无须证明对

其他成员的不利影响。而禁止性补贴由于其政策效果明显（从消极面来说是扭曲贸易效果明

显）恰恰容易得到政府的偏爱，因此在自贸试验区更应严禁出台禁止性补贴。

由于SCM协议中的补贴规则都是针对货物贸易而言的，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服

务贸易领域的补贴没有多少刚性的规则，因此，各级政府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补贴有更大的政策

空间，基本不会涉及违反WTO义务的问题。

对现有补贴做出上述调整，对新出台补贴提出上述新的要求，本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但在

自贸试验区这样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应得到重视，并率先落实。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做出上

述调整已经谈不上“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了，但要落实下去，还是要克服很多困难的。那就

从自贸试验区打开缺口，先实践起来，后续向全国范围扩展，阻力可能会小一些。自贸试验区

所在地的政府可能会担心先行取消或调整补贴措施会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个老问题，

即各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和非税收竞争原本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现

在就是要从自贸试验区开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要用更加公平、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来吸引

投资者。与其他区域相比，各个自贸试验区在这个方面应该更有优势，因此，从自贸试验区打

开缺口是适当的。当然，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在各个自贸试验区，必须杜绝出台违规或有违

规风险的新补贴措施。

五、  结　语

关于产业政策（包括产业补贴政策）的优劣和存废，经济学家多有讨论，这里不从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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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8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示，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见

于《易纲：中国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企》，搜狐网，www.sohu.co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5日。这一表态很快引起

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对“竞争中性”（也有学者称之为“竞争中立”）原则的首次官方认可。从本文涉及解决补贴问题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之后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

http://www.sohu.com


角度去展开评论。仅从法律层面来看，对我国产业补贴政策的调整，既是履行WTO国际义务的

要求，也是国内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目前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困境，WTO本身的存在面临

危机，各主要成员已经开始着眼于WTO的改革和现代化，自然也包括对补贴问题的关注。同

时，中美贸易战也正处于胶着状态，需要双方努力创造条件协商化解危机。产业补贴政策的调

整本来就是我国自主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外部因素则增加了这方面政策调整的紧迫性。笔者

深切地感觉到，我国的产业补贴政策问题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如何展开争论的问题了，而

是政府应该作出政策决断的时候了。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担负

着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的使命，理应率先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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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ubsidy Policies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s of China

Zhang Junqi
( School of Law，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FTZs） of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FTZs should be embodied as the high-level liberalization

of  investment，trade  and  finance，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a  fair

competition，which also means that the opening level and fair competition level in FTZs should

at least be not lower，but rather higher，than those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pplied in

the whole country. However，some industrial subsidy policies in current FTZ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WTO obligations，or have such potential risks. Specifically，there are some prohibited

subsidies in some parts of some FTZs，which directly violate the Agreement on Subsidy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CM Agreement”） of WTO. Meanwhile，the national or other local

subsidies applicable in FTZs always have the nature of specificity，and some special subsidies for

some parts  of  FTZs have regional  specificity or industrial  specificity.  Not all  subsidies  with

specificity violate the obligations in SCM Agreement，but such kind of subsidies have the risk of

violating the obliga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ries to clear the various tax and non-tax

subsidies which exist all over the state （of course including those in FTZs），but hasn’t achieved

good effects.

　　Subsid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this kind of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of the government has

great limitations，which especially leads to an unfair competition. The above problems are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ment  itself，the  inertia  of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management，and the close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owned-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Additionally，in pursuit  of  the achievements in their  official  career，some local

governments may use subsidie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st or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FTZ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at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

of law have decided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for FTZs to adjust industrial subsidy policies.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TZs wa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PP.

China tried to construct FTZs in order to open the gaps，deepen the reform，and raise the level of

trade liberalization，so as to dock with the high-level free trade rules in the future and avoid being

in a passive position. The United States quitted TPP later，but Sino-U.S. trade frictions were so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that the trade war broke out. Industrial subsidy policies belong to one of

the core problems in the trade war.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with a fair

competition are vital to FTZs.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ubsidy policies is the demand of both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of domest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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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liance interests of recipients，among the subsidies with the

violating risks，the existing subsidy contracts with a stipulated time limit should be permitted to

perform till their expiration. Transition periods should be set to the contracts originally without a

time limit，and these contracts should be permitted to perform till the expiration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s. New subsidies with violating risks should be prohibited to create. New subsidy measures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non-specifici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o avoid the risk of violating the

WTO obligations  to  the  maximum extent.  The  above  adjustment  originally  belongs  to  a

nationwide issue，but FTZs，being the fro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taking the mission

of exploring “replicable and propagable experiences”，should take actions at first in this aspect.
Key words: WTO;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dustrial subsidy policies; fair competition

（责任编辑：倪建文）
 

(上接第94页)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First，it take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entity enterprises as a heterogeneity behavior，and then separates over-financialization from the

financialization  behavior，which  is  conducive  to  a  mor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entity enterprises in China，and treats different degrees of the financialization

behavior  differently.  Second，it  can  help  to  analyze  over-financialization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which will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ization research and enric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financialization. Third，it verifies the mechanism in that entity enterprises with rising

performa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over-financialized，which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he  deeper  logic  between the  heterogeneity  of  performance  changes  and over-
financialization. In addition，this paper provides a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China’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o conduct classified supervision of over-financialization and prevent

the risk from “removing reality to virtual”. Simultaneously，it is helpful for entity enterprises to

master the degree of financializ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performanc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financialization; performance; removing reality to virtu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financial risk

（责任编辑：王西民）

13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年第1期


